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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雷雨》“序幕”与“尾声”的作用 
陈军 

《文艺争鸣》2009 年第 3期 

- 

     

   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完成于 1933 年，发表于 1934 年的

《文学季刊》第三期上，从 初的版本看，《雷雨》的剧本有显明

的置于首尾的“序幕”和“尾声”存在。但奇怪的是，从《雷雨》

第一次演出始，其“序幕”与“尾声”就被删去，此后很长一段时

间内没有一个完整的演出，甚至在《雷雨》剧本的一些文学出版物

中，“序幕”和“尾声”也都忽略不见了。曹禺对此颇有微词，早

在 1936 年 1 月他为《雷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发行

写作的序言中，就特地写了很长一段文字探讨“序幕”和“尾声”

的存留，他说：“能与不能（存留）总要看有否一位了解的导演精

巧地搬到台上。这是个冒险的尝试，需要导演的聪明来帮忙”。[1] 
他一再阐释他写“序幕”和“尾声”的用意，并清楚地表明自己难

以割舍的态度。曹禺认为，“演出‘序幕’和‘尾声’实际上有个

大的困难，那便是《雷雨》的繁长。《雷雨》确实用时间太多，

删了首尾，还要演上四小时余”。[2]但尽管这样，他仍然固执地强

调“序幕”和“尾声”的不可或缺，在《雷雨·序》中，他就不无

希望地说：“我曾经为着演出“序幕”和“尾声”想在那四幕里删

一下，然而思索许久，终于废然地搁下笔。这个问题需要一位好的

导演用番工夫来解决，也许有一天《雷雨》会有个新面目，经过一

次合理的删改。然而目前我将期待着好的机会，叫我能依我自己的

的情趣来删节《雷雨》，把它认真地搬到舞台上。” [3]可见，在曹

禺的心中，《雷雨》的“序幕”和“尾声”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赘

物，而有它存在的价值和作用。但奇怪的是，这种作用一直没有引

起研究者和导表演艺术家们的注意或重视，杨晦在 1944 年发表的

《曹禺论》中就指出，《雷雨》的序幕与尾声“就剧本来读，实在

是个累赘，等于画蛇时所添上的足一样。”
[4]
陈瘦竹在《论〈雷

雨〉与〈日出〉的结构艺术》一文中则批评序幕与尾声所存在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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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义因素：“这序幕与尾声显然从未在舞台上演出，但在这里正

表现了作者思想中的某些消极因素”。
[5]
那么《雷雨》的“序幕”

和“尾声”究竟有何作用？正是这个问题意识促生了本文的诞生。

 

一、造成“欣赏的距离”、缓和观众的紧张情绪 

 

  在《雷雨·序》中，曹禺交代了自己写“序幕”和“尾声”

的用意，“简单地说，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

情。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

的人们。荡漾在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水似地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

惶惑的，恐怖的，回念着《雷雨》像一场噩梦，死亡，惨痛如一只

钳子似地夹住人的心灵，喘不出一口气来。” [4]那么，如何使观众

能有一个“哀静的心情”，不因剧情的紧张压抑而感到“惶惑”和

“恐怖”呢？曹禺的办法是在剧情之外加一个“序幕”和“尾

声”，力求拉开故事的时空距离，写十年后人与事的境况，并以一

种追叙和回忆的方法引出周公馆曾经发生的那段惨烈的故事。 

 正是因为时空距离的拉长，使得同样的场所在“序幕”（ 包

括“尾声”）中与“第一幕”中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序幕”中，

因年代的久远周公馆散发出陈腐的破败的气息， “屋中间是两扇棕
色的门，通外面；门身很笨重，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门前
垂着满是斑点，褪色的厚帷幔，深紫色的；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
线，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墙的颜色是深褐，年代失修，
暗得褪了色。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华丽，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
色”。而第一幕的布景却是那样鲜亮，作者这样写道：“景——大
致和序幕相同，但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所有的帷幕都
是崭新的，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屋里家具非常洁净，有金属的地
方都放着光彩。”两相比较，能使观众产生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沧

桑感， “物在人非”，在历史的无言的诉说中，观众也会对其中的

人和事形成一种理性的审视与观照。与布景不同相应和，“序

幕”、“尾声”中故事发生的季节与“第一幕”相比也有了变化，

第一幕（包括以后三幕）是夏季，夏季雷雨时节的酷热、烦躁与情

节的紧张刺激，人的生命的郁闷、躁动和炽热相合拍，整个故事给

人一种紧张不安的强烈感受。而序幕和尾声是冬季，冬季的肃杀、

冷酷与天主教堂的沉静、肃穆的气氛相映衬，使观众的心态变得沉

稳而安定，观众得以平静的态度来观看演出，而“尾声”又使他们

陷入沉思和反省，心灵得到净化。与此同时，序幕与尾声也为全剧

奠定了一种诗的氛围和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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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禺这样设计，显然是受到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和我国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的“心理距离说”的影响，即认为时空距离的加

大能在艺术上产生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并直接影响到读者的接受

心理。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指出：“一个普通事物之所以变

得美，都是由于插入一段距离而使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使某一现

象或事件超出我们的个人需求和目的的范围，使我们能够客观而超

然地看待它。” [7]曹禺本人曾提及过自己受到朱光潜学说的影响，

他在《雷雨·序》中也有类似的解释：“我把《雷雨》做一篇诗

看，一部故事读，用‘序幕’和‘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

到时间上非常辽远的处所。因为事理变动太吓人，里面那些隐秘不

可知的东西对现在一般聪明观众情感上也仿佛不易明了，我乃罩上

一层纱。那‘序幕’与‘尾声’的纱幕便给了所谓‘欣赏的距

离’。这样，看戏的人们可以处在适中的地位来看戏，而不致于使

情感或者理解受到了惊吓” [8]   

 实际上，“序幕”与“尾声”的设计与曹禺戏剧观中长期存在

的观众本位意识密切相关，在《日出·跋》中曹禺就说过：“写戏

的人 感觉苦闷而又 容易逗起兴味的就是一个戏由写作到演出的

各种各样的限制，而 可怕的限制便是普通观众的趣味。怎样会一

面真实不歪曲，一面又能叫观众感情愉快，愿意下次再来买票看

戏，常是使一个从事戏剧的人 头痛的问题。”[9]普通观众的接受

心理、审美期待、兴趣爱好常常是曹禺戏剧创作的出发点。 
 

    二、交代剧情的结局、增强故事的悬念色彩 

    作为悲剧结尾，《雷雨》的第四幕仅仅交代四凤、周冲的触电而

亡，以及周萍的崩溃自杀，观众对剧中其他人物的结局并不知晓。

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中，作者通过两个修女的对话透

露了故事的整个结局，较好地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期待心理。十年

后，周公馆成了某教堂附设的医院，照应了剧中不断提及的周公馆

将要变卖、搬家的事。同时写了周朴园来到医院看望长期住院（一

个在楼下，一个在楼上）的侍萍和蘩漪的场景，此时我们看到周朴

园已经成了一个“苍白的老年人”，作者这样描写他的出场：“头
发斑白，眼睛沉静而忧郁，他的下颚有苍白的短须，脸上满是皱
纹。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进门后，也取下来，放在眼镜盒内，手
有些颤。他搓弄一下子，衰弱地咳嗽两声”。侍萍和蘩漪也都成了

“头发斑白的老妇人”，并且两个人都疯了，按照寺院尼姑的叙

述，蘩漪 “大笑了一场，把玻璃又打碎了”， 侍萍则“哭的时候
多，不说话。来了一年，没听见过她说一句话”。剧中其他人物的

结局也在“序幕”和“尾声中间接地得到了说明，鲁贵是“一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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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喝酒喝得太多，死了的。”符合这个粗鄙、市侩的小丑的身份与

他可能的下场。而鲁大海则在“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就没有回
来”，暗示这个人物将会有新的出路。“序幕”和“尾声”对剧情

结局的进一步交代，除了迎合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以外

（中国观众喜欢故事有头有尾，前后照应，情节完整的戏。而曹禺

戏剧观中特别重视观众对戏剧的接受，并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

也增加了故事本身的真实感，使得戏剧情节由“传奇”回归到“日

常”，假戏真做，自然赢得观众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发挥其现实警

示作用。 

  同时，“序幕”和“尾声”的出现也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悬念

色彩。在观看“序幕”时，观众心中会不断地发问：周朴园是谁？

为什么要同时看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为什么疯的？这屋子曾经死

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又怎么死的？鲁大海有没有回来？……

这当然激发观众的好奇与探究心理。为了更好地吊起观众的“胃口

“，作者还有意识地在“序幕”和“尾声”中营造一种超现实的神

秘色彩，例如鲁侍萍是个疯子，毫无理智可言，但奇怪的是，每到

腊月三十，她都会准时出来，“颤巍巍地”站在窗户前面翘首等待

她的儿子鲁大海的归来，整整一个晚上都不睡觉……这些都能激起

观众浓厚的欣赏兴趣，使他们对剧情产生悬念，而这些悬念的不断

涌现又能使观众维持自己兴趣到演出的终结。实际上，在“序幕”

和“尾声”中，剧情结局的交代说明和故事悬念的巧妙设置之间存

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 

  

三、生发戏剧的主题、展示多元艺术魅力 

 

    长期以来，受《雷雨》的“不完整”的舞台演出和一些被

“阉割”了的《雷雨》版本（指删除“序幕”和“尾声”的剧本）

的影响，我们对《雷雨》这部戏剧经典的接受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思

维定势和理解模式，其结果造成了对经典的“误读”。例如以下一

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即认为《雷雨》作品的主题是暴露大家庭的罪

恶，表现的是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周仆园是封建罪恶的制造

者和彻头彻尾的坏蛋，是作者主要抨击的对象；《雷雨》的戏剧结

构是典型的“锁闭式”戏剧结构，严格遵守“三一律”模式；《雷

雨》的戏剧风格是郁热、烦闷和焦灼，充分展示了作者生命中炽热

的一面，等等，这些既定的观点和所谓的“权威解读”被写进各种

教科书与阅读欣赏材料，广为流传。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视《雷

雨》中“序幕”和“尾声”的客观存在，把“序幕”和“尾声”也

看成《雷雨》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以上既定的观点与见解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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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质疑和动摇， 因为“序幕”和“尾声” 在生发作品的主题、展

示戏剧的多元艺术魅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介入会使我们突

破传统的思维模式，重新审视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应该说，从题材的社会现实性来看，说《雷雨》的主题是“反封

建和个性解放”并无过错，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雷雨》仅仅限定

在一部“社会问题剧”的范畴，它本身还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即

对基督教文化的揭示和阐释。基督教曾经是青年曹禺寻找人生之路

的一条门径，曹禺曾说：“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

到教堂里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

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那时候去教堂，

也是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吧？”[10]《雷雨》故事本身就表现出强烈

的原罪意识、忏悔意识和救渎意识（这已有学者的研究论及[11] ，这

里不再展开）。同时，从更高更抽象的层面看，《雷雨》作品本身

还兼具超越现实层面之上的更普遍更本质的哲理意蕴，例如对人的

生命存在的关注、对人类本性的思考以及对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

等。所以作者有意识地把“序幕”和“尾声”的场景安置在临近教

堂的医院里，在其正面墙壁上悬挂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

像，当剧幕拉开时，可以听见远处教堂合唱的弥撒声和大风琴声，

而随着“中间门沉重地缓缓地推开”，一切显得那样的静穆和凝

重，我们听到的是儿童稚嫩的好奇的声音、修女们不无怜悯的对

话，看到的是那些经历了生活变故的老人在默默地承受人生原罪带

来的痛苦。这就消解了作品的紧张、压抑和惶恐，而转化为一种

“悲悯”，类似于宗教的终极效果。作者在《雷雨·序》中写道：

“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

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12] “序幕”和“尾声”是把

“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俯视芸芸众生、迷途羔羊的极佳视

点。在悲悯的同时也激发起读者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的本质问题，探

讨“生与死”、“爱与恨”以及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总之，

《雷雨》的主题应该有三个层面：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层面；一个

是宗教的文化的层面；一个是形而上的哲理的层面，三者有机交

织、共融共通。正是主题的多义性使得《雷雨》长盛不衰，有了永

久的艺术生命力。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对《雷雨》主题的解读就会

犯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弊病，而 “序幕”和“尾声”的存在恰恰提醒

我们注意《雷雨》的多方面的蕴涵。 

    同样，对周朴园这个人物应该怎么看？如果从反封建和个性

解放的现实层面来理解，自然是剧中重点批判的对象。但我们注意

到，作者并没有象巴金对《家》中的高老太爷那样对待周朴园，曹

禺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既有批判，又有同情。作品在揭露周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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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制、伪善和阴险的同时，还展示了周朴园由于对命运的恐惧、

对人生命运变化无常的感喟而产生的种种尚具人性的表现，例如他

对侍萍不无思念，一直保留着她以前的生活习性，有着对初恋的美

好回忆，他还叫人寄钱给侍萍等，都令读者不无好感。尤其在戏剧

后一幕，周朴园逼周萍认母，有着十分人性化的真情流露。周朴

园的这一举动曾被一些学者所诟病，钱谷融先生认为“周朴园后来

的‘天良发现’式的悔过是由于作者曹禺的手软”。[13]我并不同意

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周朴园内心冲突的复杂性，对主题

的单一的片面的理解（仅从社会悲剧入手）导致了对人物的片面的

简单化的理解，而忽视了主题与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

看到：在“序幕”和“尾声”中，周朴园是那样的孤苦和衰老，让

人同情，他对侍萍仍充满感情、呵护有加，对鲁大海也满怀期待，

整整十年都在寻找着他。十年来，周朴园每年都要来医院探望侍萍

和蘩漪，询问她们的病情，这种行为本身已经不是“虚伪”两个字

所简单否定了的。总之，周朴园形象本身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内涵，

人物性格呈现出多元组合的错综性，我们对此绝不能作单一的理

解，更不能以“好人”“坏人”的简单标准来评定他。 
应该说， “序幕”和“尾声”让我们对周朴园形象有了更深的认识

和了解，这当然与作者深入人物心灵深处，把人当作真实的人来写

有关。这是周朴园形象塑造成功的奥秘。正如黑格尔盛赞荷马的作

品所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

一个充满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

品”[14] 周朴园形象即如是。 
    至于说《雷雨》是锁闭式戏剧结构，主要得力于易卜生戏剧

与古希腊戏剧的影响，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一般认为，这种锁闭

式戏剧结构的特点是：故事发生在一天时间和两个场景内，严格遵

循“三一律”模式，剧情发生从临近高潮时写起，不断地回溯，以

“过去的戏剧”来推动“现在的戏剧”。迄今为止，好象还没有一

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对此表示质疑[15] ，其实这种提法也很值

得商榷。因为说《雷雨》是锁闭式戏剧结构，是建立在“序幕”和

“尾声”缺失的情况下说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序幕”和“尾声”

的真实存在，就不能说它是锁闭式结构。这是因为从“序幕”和

“尾声”的角度看，《雷雨》都是“过去的戏”，其叙事起点是在

一个冬天，从老妇人的渐渐倒下引出不堪回首的往事，把十年前的

戏与四十年前的戏交织在一起。从《雷雨》大的框架和建构来看，

这只能说是倒叙式戏剧结构，但《雷雨》结构的复杂性在于：倒叙

式中又套有锁闭式，两种结构既相互为用，又彼此间离，这可以说

是一种典型的“复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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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复式结构相一致，《雷雨》的风格特点既有郁热、紧

张、焦灼的一面，同时也具备抒情、沉静、隽永的另一面。例如

《雷雨》中周冲的存在，他的清纯、活力以及他的不乏乌托邦色彩

的诗意的憧憬，都和《雷雨》郁热的氛围不谐和，正如作者所说

“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 [16] 给观众春风拂面之

感。同样，《雷雨》的“序幕”和“尾声” 也显得那样空灵和寂

寞，几乎没有正面的冲突，观众的心灵不但没有“雷雨”中的浮躁

之感，反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净化，突显了《雷雨》含蓄、沉静、

诗意的戏剧风格。作为一部戏剧经典，《雷雨》文本的多元性和开

放性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带来了《雷雨》接受的多样性

和多变性，使我们有了一个“说不尽的《雷雨》”。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雷雨》的“序幕”和

“尾声”在全剧中的独特作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虽

然字数不多、平淡无奇，但分量并不低，它在全剧中并不是“蛇

足”，而是作者精心设计的艺术杰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

用。曹禺在《雷雨·序》中特地提出“序幕”和“尾声”来加以探

讨，足见他对它的珍重。后来在《日出·跋》中他更是直接表达了

自己的不满，他说：“我看了几次《雷雨》的演出，我总是觉得台

上很寂寞，只有几个人跳进跳出，中间缺少一点生命。” [17] 他还曾

倾诉：“我常常看到的演出，总不觉得是我所想像的，舞台上的人

物不是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个人物。” [18] 当然，作者的抱怨可能是多

方面的，但“序幕”和“尾声”的缺席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这

种来自作者本人的真实意图的流露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作为

《雷雨》的接受者，我们没有理由不正视“序幕”和“尾声”的

“在场”。 

可喜的是，新时期以来这种局面有了改变。1982 年，天津人艺

话剧团重新排演《雷雨》，导演丁小平“大胆突破传统《雷雨》演

法的束缚，果敢运用了现代派戏剧的手法技巧”，“在首尾安排了

‘空镜头’来代替‘序幕’和‘尾声’，用沉寂郁闷的空场开头，

以雷雨交加消失所有布景结尾”。[19] 1993 年，王小鹰导演了北

京青年艺术剧院为纪念其诞生 60 周年而排演的《雷雨》，他也力求

贴近曹禺思想，在排演时加上了“序幕”与“尾声”，不同于丁小

平的“空镜头”，王小鹰导演用“摇曳的灯光，飘落的雪花，在空

旷中回响的《大弥撒》，年迈的鲁贵用苍凉的声音述说着那个久远

的‘闹鬼’的故事的悲剧结尾，舞台前部的周朴园只能看见他的神

情木然的脸，而周冲则在昏暗的舞台后部梦游般地缓缓前行，喃喃

地念着他的‘白日梦’……”。[20] 这种安排方式虽与原著不同，

却很接近曹禺本意，得到曹禺的认同。2003 年 4 月 2 日《雷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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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梅花奖创办 20 周年开场戏恢复了“序幕”与“尾声”，田本

相在 4 月 4 日的研讨会上说：“今天演出全本《雷雨》，其实意味

着演出真正的《雷雨》。”童道明说：“我是头一次看全本《雷

雨》，它帮助我更好地理解《雷雨》。” [21] 可见“序幕”与

“尾声”的存在影响着人们能否对《雷雨》进行全面正确的理解。

注释： 

[1][2][3][6][8][12][15]曹禺:《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

版，第 187 页，第 188 页、第 188 页、第 187 页、第 188 页、

第 181 页。第 185 页。 

[4] 杨晦：《曹禺论》参见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编《曹禺研究

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7 页。 

[5] 陈瘦竹：《论〈雷雨〉与〈日出〉的结构艺术》，参见王兴

平、刘思久、陆文璧编《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87 页。 

 [7]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0 页。 

[10]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参见王兴平、刘思久、陆文

璧编《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9
页。 

[11] 新时期以来，曹禺戏剧和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日益受到研究界的

重视，并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宋剑华先生发表的系列论

文《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的原罪意识》及

专著《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许正林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

督教》、王本朝先生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杨剑龙

先生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以及王列耀

先生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等。都或多或少

地从文化视角研究了曹禺戏剧和基督教文化的精神联系。 

[13] 钱谷融：《〈雷雨〉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26-28 页。 

[14]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95 页。 
[15]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例如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

学发展史》、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等《中国

现代文学史》都持此说，对《雷雨》结构的研究未有新的突破。类

似的看法也出现在辛宪锡、陈瘦竹等人的论文里。 

[9][17]曹禺：《日出·跋》参见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编《曹禺

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1 页。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18] 曹禺：《曹禺自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刊》2001 年 3
期。 

[19] 转引自孔庆东：《从<雷雨>的演出史看雷雨》，《文学评

论》，1991 年第 1 期。 

[20] 王晓鹰：《让〈雷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中国戏剧》，

1993 年第 5 期。 

[21] 郭媛媛，李鸣春整理 《永远的〈雷雨〉——全本《雷雨》研讨

会纪要》，《中国戏剧梅花奖 20 周年文集》，第 323 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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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雷雨》“序幕”与“尾声”的作用 
陈军 

《文艺争鸣》2009 年第 3期 

- 

     

   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完成于 1933 年，发表于 1934 年的《文

学季刊》第三期上，从 初的版本看，《雷雨》的剧本有显明的置于

首尾的“序幕”和“尾声”存在。但奇怪的是，从《雷雨》第一次演

出始，其“序幕”与“尾声”就被删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一

个完整的演出，甚至在《雷雨》剧本的一些文学出版物中，“序幕”

和“尾声”也都忽略不见了。曹禺对此颇有微词，早在 1936 年 1 月他

为《雷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发行写作的序言中，就特

地写了很长一段文字探讨“序幕”和“尾声”的存留，他说：“能与

不能（存留）总要看有否一位了解的导演精巧地搬到台上。这是个冒

险的尝试，需要导演的聪明来帮忙”。[1] 他一再阐释他写“序幕”和

“尾声”的用意，并清楚地表明自己难以割舍的态度。曹禺认为，

“演出‘序幕’和‘尾声’实际上有个 大的困难，那便是《雷雨》

的繁长。《雷雨》确实用时间太多，删了首尾，还要演上四小时

余”。[2]但尽管这样，他仍然固执地强调“序幕”和“尾声”的不可或

缺，在《雷雨·序》中，他就不无希望地说：“我曾经为着演出“序

幕”和“尾声”想在那四幕里删一下，然而思索许久，终于废然地搁

下笔。这个问题需要一位好的导演用番工夫来解决，也许有一天《雷

雨》会有个新面目，经过一次合理的删改。然而目前我将期待着好的

机会，叫我能依我自己的的情趣来删节《雷雨》，把它认真地搬到舞

台上。” [3]可见，在曹禺的心中，《雷雨》的“序幕”和“尾声”绝

不是可有可无的赘物，而有它存在的价值和作用。但奇怪的是，这种

作用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和导表演艺术家们的注意或重视，杨晦在

1944 年发表的《曹禺论》中就指出，《雷雨》的序幕与尾声“就剧

本来读，实在是个累赘，等于画蛇时所添上的足一样。”
[4]
陈瘦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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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雷雨〉与〈日出〉的结构艺术》一文中则批评序幕与尾声所存

在的唯心主义因素：“这序幕与尾声显然从未在舞台上演出，但在这

里正表现了作者思想中的某些消极因素”。
[5]
那么《雷雨》的“序

幕”和“尾声”究竟有何作用？正是这个问题意识促生了本文的诞

生。 
 

一、造成“欣赏的距离”、缓和观众的紧张情绪 

 

  在《雷雨·序》中，曹禺交代了自己写“序幕”和“尾声”的

用意，“简单地说，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

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

们。荡漾在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水似地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

的，恐怖的，回念着《雷雨》像一场噩梦，死亡，惨痛如一只钳子似

地夹住人的心灵，喘不出一口气来。” [4]那么，如何使观众能有一个

“哀静的心情”，不因剧情的紧张压抑而感到“惶惑”和“恐怖”

呢？曹禺的办法是在剧情之外加一个“序幕”和“尾声”，力求拉开

故事的时空距离，写十年后人与事的境况，并以一种追叙和回忆的方

法引出周公馆曾经发生的那段惨烈的故事。 

 正是因为时空距离的拉长，使得同样的场所在“序幕”（ 包括

“尾声”）中与“第一幕”中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序幕”中，因年

代的久远周公馆散发出陈腐的破败的气息， “屋中间是两扇棕色的
门，通外面；门身很笨重，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门前垂着满
是斑点，褪色的厚帷幔，深紫色的；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中间有
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墙的颜色是深褐，年代失修，暗得褪了色。
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华丽，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色”。而第一幕

的布景却是那样鲜亮，作者这样写道：“景——大致和序幕相同，但
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一切都是
兴旺的气象，屋里家具非常洁净，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两相

比较，能使观众产生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 “物在人非”，在

历史的无言的诉说中，观众也会对其中的人和事形成一种理性的审视

与观照。与布景不同相应和，“序幕”、“尾声”中故事发生的季节

与“第一幕”相比也有了变化，第一幕（包括以后三幕）是夏季，夏

季雷雨时节的酷热、烦躁与情节的紧张刺激，人的生命的郁闷、躁动

和炽热相合拍，整个故事给人一种紧张不安的强烈感受。而序幕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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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是冬季，冬季的肃杀、冷酷与天主教堂的沉静、肃穆的气氛相映

衬，使观众的心态变得沉稳而安定，观众得以平静的态度来观看演

出，而“尾声”又使他们陷入沉思和反省，心灵得到净化。与此同

时，序幕与尾声也为全剧奠定了一种诗的氛围和情调。 

 曹禺这样设计，显然是受到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和我国著

名美学家朱光潜的“心理距离说”的影响，即认为时空距离的加大能

在艺术上产生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并直接影响到读者的接受心理。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指出：“一个普通事物之所以变得美，都

是由于插入一段距离而使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使某一现象或事件超

出我们的个人需求和目的的范围，使我们能够客观而超然地看待

它。” [7]曹禺本人曾提及过自己受到朱光潜学说的影响，他在《雷

雨·序》中也有类似的解释：“我把《雷雨》做一篇诗看，一部故事

读，用‘序幕’和‘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时间上非常辽

远的处所。因为事理变动太吓人，里面那些隐秘不可知的东西对现在

一般聪明观众情感上也仿佛不易明了，我乃罩上一层纱。那‘序幕’

与‘尾声’的纱幕便给了所谓‘欣赏的距离’。这样，看戏的人们可

以处在适中的地位来看戏，而不致于使情感或者理解受到了惊吓” [8]  

 实际上，“序幕”与“尾声”的设计与曹禺戏剧观中长期存在的

观众本位意识密切相关，在《日出·跋》中曹禺就说过：“写戏的人

感觉苦闷而又 容易逗起兴味的就是一个戏由写作到演出的各种各

样的限制，而 可怕的限制便是普通观众的趣味。怎样会一面真实不

歪曲，一面又能叫观众感情愉快，愿意下次再来买票看戏，常是使一

个从事戏剧的人 头痛的问题。”[9]普通观众的接受心理、审美期待、

兴趣爱好常常是曹禺戏剧创作的出发点。 
 

    二、交代剧情的结局、增强故事的悬念色彩 

    作为悲剧结尾，《雷雨》的第四幕仅仅交代四凤、周冲的触电而

亡，以及周萍的崩溃自杀，观众对剧中其他人物的结局并不知晓。在

《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中，作者通过两个修女的对话透露了

故事的整个结局，较好地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期待心理。十年后，周公

馆成了某教堂附设的医院，照应了剧中不断提及的周公馆将要变卖、

搬家的事。同时写了周朴园来到医院看望长期住院（一个在楼下，一

个在楼上）的侍萍和蘩漪的场景，此时我们看到周朴园已经成了一个

“苍白的老年人”，作者这样描写他的出场：“头发斑白，眼睛沉静
而忧郁，他的下颚有苍白的短须，脸上满是皱纹。他戴着一副金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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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进门后，也取下来，放在眼镜盒内，手有些颤。他搓弄一下子，
衰弱地咳嗽两声”。侍萍和蘩漪也都成了“头发斑白的老妇人”，并

且两个人都疯了，按照寺院尼姑的叙述，蘩漪 “大笑了一场，把玻璃
又打碎了”， 侍萍则“哭的时候多，不说话。来了一年，没听见过她
说一句话”。剧中其他人物的结局也在“序幕”和“尾声中间接地得

到了说明，鲁贵是“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死了的。”符合这个粗

鄙、市侩的小丑的身份与他可能的下场。而鲁大海则在“十年前一天
晚上跑了，就没有回来”，暗示这个人物将会有新的出路。“序幕”

和“尾声”对剧情结局的进一步交代，除了迎合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

和欣赏习惯以外（中国观众喜欢故事有头有尾，前后照应，情节完整

的戏。而曹禺戏剧观中特别重视观众对戏剧的接受，并尽量满足他们

的需要），也增加了故事本身的真实感，使得戏剧情节由“传奇”回

归到“日常”，假戏真做，自然赢得观众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发挥其

现实警示作用。 

  同时，“序幕”和“尾声”的出现也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悬念色

彩。在观看“序幕”时，观众心中会不断地发问：周朴园是谁？为什

么要同时看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为什么疯的？这屋子曾经死了三个

人，这三个人是谁？又怎么死的？鲁大海有没有回来？……这当然激

发观众的好奇与探究心理。为了更好地吊起观众的“胃口“，作者还

有意识地在“序幕”和“尾声”中营造一种超现实的神秘色彩，例如

鲁侍萍是个疯子，毫无理智可言，但奇怪的是，每到腊月三十，她都

会准时出来，“颤巍巍地”站在窗户前面翘首等待她的儿子鲁大海的

归来，整整一个晚上都不睡觉……这些都能激起观众浓厚的欣赏兴

趣，使他们对剧情产生悬念，而这些悬念的不断涌现又能使观众维持

自己兴趣到演出的终结。实际上，在“序幕”和“尾声”中，剧情结

局的交代说明和故事悬念的巧妙设置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 

  

三、生发戏剧的主题、展示多元艺术魅力 

 

    长期以来，受《雷雨》的“不完整”的舞台演出和一些被“阉

割”了的《雷雨》版本（指删除“序幕”和“尾声”的剧本）的影

响，我们对《雷雨》这部戏剧经典的接受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思维定势

和理解模式，其结果造成了对经典的“误读”。例如以下一些似是而

非的说法，即认为《雷雨》作品的主题是暴露大家庭的罪恶，表现的

是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周仆园是封建罪恶的制造者和彻头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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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坏蛋，是作者主要抨击的对象；《雷雨》的戏剧结构是典型的“锁

闭式”戏剧结构，严格遵守“三一律”模式；《雷雨》的戏剧风格是

郁热、烦闷和焦灼，充分展示了作者生命中炽热的一面，等等，这些

既定的观点和所谓的“权威解读”被写进各种教科书与阅读欣赏材

料，广为流传。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视《雷雨》中“序幕”和“尾

声”的客观存在，把“序幕”和“尾声”也看成《雷雨》的有机组成

部分，那么，以上既定的观点与见解就会受到质疑和动摇， 因为“序

幕”和“尾声” 在生发作品的主题、展示戏剧的多元艺术魅力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它的介入会使我们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重新审视作

品的思想与艺术。            
    应该说，从题材的社会现实性来看，说《雷雨》的主题是“反封建

和个性解放”并无过错，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雷雨》仅仅限定在一

部“社会问题剧”的范畴，它本身还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即对基督

教文化的揭示和阐释。基督教曾经是青年曹禺寻找人生之路的一条门

径，曹禺曾说：“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到教堂里

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

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解

决这些问题吧？”[10]《雷雨》故事本身就表现出强烈的原罪意识、忏

悔意识和救渎意识（这已有学者的研究论及[11] ，这里不再展开）。同

时，从更高更抽象的层面看，《雷雨》作品本身还兼具超越现实层面

之上的更普遍更本质的哲理意蕴，例如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关注、对人

类本性的思考以及对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等。所以作者有意识地把

“序幕”和“尾声”的场景安置在临近教堂的医院里，在其正面墙壁

上悬挂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像，当剧幕拉开时，可以听见远

处教堂合唱的弥撒声和大风琴声，而随着“中间门沉重地缓缓地推
开”，一切显得那样的静穆和凝重，我们听到的是儿童稚嫩的好奇的

声音、修女们不无怜悯的对话，看到的是那些经历了生活变故的老人

在默默地承受人生原罪带来的痛苦。这就消解了作品的紧张、压抑和

惶恐，而转化为一种“悲悯”，类似于宗教的终极效果。作者在《雷

雨·序》中写道：“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

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12] “序幕”和

“尾声”是把“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俯视芸芸众生、迷途羔

羊的极佳视点。在悲悯的同时也激发起读者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的本质

问题，探讨“生与死”、“爱与恨”以及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总

之，《雷雨》的主题应该有三个层面：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层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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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宗教的文化的层面；一个是形而上的哲理的层面，三者有机交

织、共融共通。正是主题的多义性使得《雷雨》长盛不衰，有了永久

的艺术生命力。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对《雷雨》主题的解读就会犯简

单化和片面化的弊病，而 “序幕”和“尾声”的存在恰恰提醒我们注

意《雷雨》的多方面的蕴涵。 

    同样，对周朴园这个人物应该怎么看？如果从反封建和个性解放

的现实层面来理解，自然是剧中重点批判的对象。但我们注意到，作

者并没有象巴金对《家》中的高老太爷那样对待周朴园，曹禺的态度

是相当复杂的：既有批判，又有同情。作品在揭露周朴园的专制、伪

善和阴险的同时，还展示了周朴园由于对命运的恐惧、对人生命运变

化无常的感喟而产生的种种尚具人性的表现，例如他对侍萍不无思

念，一直保留着她以前的生活习性，有着对初恋的美好回忆，他还叫

人寄钱给侍萍等，都令读者不无好感。尤其在戏剧 后一幕，周朴园

逼周萍认母，有着十分人性化的真情流露。周朴园的这一举动曾被一

些学者所诟病，钱谷融先生认为“周朴园后来的‘天良发现’式的悔

过是由于作者曹禺的手软”。[13]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

忽略了周朴园内心冲突的复杂性，对主题的单一的片面的理解（仅从

社会悲剧入手）导致了对人物的片面的简单化的理解，而忽视了主题

与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看到：在“序幕”和“尾声”

中，周朴园是那样的孤苦和衰老，让人同情，他对侍萍仍充满感情、

呵护有加，对鲁大海也满怀期待，整整十年都在寻找着他。十年来，

周朴园每年都要来医院探望侍萍和蘩漪，询问她们的病情，这种行为

本身已经不是“虚伪”两个字所简单否定了的。总之，周朴园形象本

身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内涵，人物性格呈现出多元组合的错综性，我们

对此绝不能作单一的理解，更不能以“好人”“坏人”的简单标准来

评定他。 
应该说， “序幕”和“尾声”让我们对周朴园形象有了更深的认识和

了解，这当然与作者深入人物心灵深处，把人当作真实的人来写有

关。这是周朴园形象塑造成功的奥秘。正如黑格尔盛赞荷马的作品所

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充

满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4] 周朴

园形象即如是。 
    至于说《雷雨》是锁闭式戏剧结构，主要得力于易卜生戏剧与古

希腊戏剧的影响，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一般认为，这种锁闭式戏剧

结构的特点是：故事发生在一天时间和两个场景内，严格遵循“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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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模式，剧情发生从临近高潮时写起，不断地回溯，以“过去的戏

剧”来推动“现在的戏剧”。迄今为止，好象还没有一部中国现代文

学史的教科书对此表示质疑[15] ，其实这种提法也很值得商榷。因为说

《雷雨》是锁闭式戏剧结构，是建立在“序幕”和“尾声”缺失的情

况下说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序幕”和“尾声”的真实存在，就不能

说它是锁闭式结构。这是因为从“序幕”和“尾声”的角度看，《雷

雨》都是“过去的戏”，其叙事起点是在一个冬天，从老妇人的渐渐

倒下引出不堪回首的往事，把十年前的戏与四十年前的戏交织在一

起。从《雷雨》大的框架和建构来看，这只能说是倒叙式戏剧结构，

但《雷雨》结构的复杂性在于：倒叙式中又套有锁闭式，两种结构既

相互为用，又彼此间离，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复式”结构。 

与这种复式结构相一致，《雷雨》的风格特点既有郁热、紧张、

焦灼的一面，同时也具备抒情、沉静、隽永的另一面。例如《雷雨》

中周冲的存在，他的清纯、活力以及他的不乏乌托邦色彩的诗意的憧

憬，都和《雷雨》郁热的氛围不谐和，正如作者所说“周冲是这烦躁

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 [16] 给观众春风拂面之感。同样，《雷雨》

的“序幕”和“尾声” 也显得那样空灵和寂寞，几乎没有正面的冲

突，观众的心灵不但没有“雷雨”中的浮躁之感，反而得到了某种程

度的净化，突显了《雷雨》含蓄、沉静、诗意的戏剧风格。作为一部

戏剧经典，《雷雨》文本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阐释

空间，带来了《雷雨》接受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使我们有了一个“说

不尽的《雷雨》”。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雷雨》的“序幕”和“尾

声”在全剧中的独特作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虽然字数

不多、平淡无奇，但分量并不低，它在全剧中并不是“蛇足”，而是

作者精心设计的艺术杰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曹禺在《雷

雨·序》中特地提出“序幕”和“尾声”来加以探讨，足见他对它的

珍重。后来在《日出·跋》中他更是直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

“我看了几次《雷雨》的演出，我总是觉得台上很寂寞，只有几个人

跳进跳出，中间缺少一点生命。” [17] 他还曾倾诉：“我常常看到的演

出，总不觉得是我所想像的，舞台上的人物不是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个

人物。” [18] 当然，作者的抱怨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序幕”和“尾

声”的缺席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这种来自作者本人的真实意图的

流露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作为《雷雨》的接受者，我们没有理

由不正视“序幕”和“尾声”的“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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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新时期以来这种局面有了改变。1982 年，天津人艺话

剧团重新排演《雷雨》，导演丁小平“大胆突破传统《雷雨》演法的

束缚，果敢运用了现代派戏剧的手法技巧”，“在首尾安排了‘空镜

头’来代替‘序幕’和‘尾声’，用沉寂郁闷的空场开头，以雷雨交

加消失所有布景结尾”。[19] 1993 年，王小鹰导演了北京青年艺术剧

院为纪念其诞生 60 周年而排演的《雷雨》，他也力求贴近曹禺思想，

在排演时加上了“序幕”与“尾声”，不同于丁小平的“空镜头”，

王小鹰导演用“摇曳的灯光，飘落的雪花，在空旷中回响的《大弥

撒》，年迈的鲁贵用苍凉的声音述说着那个久远的‘闹鬼’的故事的

悲剧结尾，舞台前部的周朴园只能看见他的神情木然的脸，而周冲则

在昏暗的舞台后部梦游般地缓缓前行，喃喃地念着他的‘白日

梦’……”。[20] 这种安排方式虽与原著不同，却很接近曹禺本意，

得到曹禺的认同。2003 年 4 月 2 日《雷雨》作为庆祝梅花奖创办 20 周

年开场戏恢复了“序幕”与“尾声”，田本相在 4 月 4 日的研讨会上

说：“今天演出全本《雷雨》，其实意味着演出真正的《雷雨》。”

童道明说：“我是头一次看全本《雷雨》，它帮助我更好地理解《雷

雨》。” [21] 可见“序幕”与“尾声”的存在影响着人们能否对

《雷雨》进行全面正确的理解。 

注释： 

[1][2][3][6][8][12][15]曹禺:《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

版，第 187 页，第 188 页、第 188 页、第 187 页、第 188 页、第

181 页。第 185 页。 

[4] 杨晦：《曹禺论》参见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编《曹禺研究专

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7 页。 

[5] 陈瘦竹：《论〈雷雨〉与〈日出〉的结构艺术》，参见王兴平、

刘思久、陆文璧编《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年

版，第 587 页。 

 [7]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0
页。 

[10]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参见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

编《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9 页。

[11] 新时期以来，曹禺戏剧和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日益受到研究界的重

视，并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宋剑华先生发表的系列论文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的原罪意识》及专著

《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许正林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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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以及王列耀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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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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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史》、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等《中国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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